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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
主动创新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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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基于 445 份有效样本为期 3 个月的纵向调查数据，深入探究了安全基地型领

导、员工工作投入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 研究结果表明，安全基地型领导能够积极推动员工的主

动创新行为，他们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预见到员工的工作投入，并且这种工作投入也会在未来某个特定阶段

推动员工产生主动创新行为 . 同样，员工的主动创新行为也会影响到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也会在

未来的某个特定阶段推动安全基地型领导方式的转变 . 这些结论既是对安全基地型领导研究领域的拓展，同

时也为组织促进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提供了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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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Secure-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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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f 445 
employees for three months was analyz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cure-
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employees’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cure-base leaders can actively promote employees’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who can anticipate employee engagement for a certain period， and work 
engagement will also drive employees to actively innovate at a specific stage in the future.  
Similarly， employees’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will also affect secure-bas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will promote the change of secure-base leadership styles at a specific 
stage in the future.  These conclusions both expand the field of secure-base leadership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employee’s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Key words： secure-base leadership；work engagement；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cross 
lagged research

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

以关注员工的福祉和发展而闻名 . 他倡导员工工

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鼓励员工追求个人成长，

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关爱与支持并存的工作环境，

是典型的安全基地型领导 . 安全基地型领导强调

“关爱”与“挑战”的平衡，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力

量感和探索意愿［1］. 安全感高的员工更容易感受

到自信心和自主性，促使他们主动创新工作方法

来完成工作［2］.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

竞争的日益加剧，创新早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

发展的关键因素 . 面对不确定的、易变的、模糊的

与复杂的外部环境，组织必须持续创新以维持竞

doi：10. 12068/j. issn. 1005 - 3026. 2025. 20230269

收稿日期：  2023-09-15
作者简介：  朱春红（1974—），女，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大学讲师，博士 .



第 2 期 朱春红等：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主动创新行为的关系

争优势，而员工的主动创新行为被认为是组织实

现创新的重要驱动力［3］. 员工的主动创新行为可

以使组织和管理者受益，从而提升管理者对员工

的支持［4］. 因此，探究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

创新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安全基地型领导通常被定义为强调安全与

风险平衡的一种领导风格 . 一方面，它注重下属

的安全感，通过持续关爱为员工提供信任和保

护，能够在员工需要时及时地提供支持和建议［5］.

另一方面，它鼓励员工勇于面对风险，支持他们

在工作中探索未知、寻找挑战，以此来增强他们

完成任务的能力［5］. 与已有文献中的包容型领

导［6］、公仆型领导［7］等领导风格不同，安全基地型

领导更强调关爱与适时激励，即领导为下属构建

安全基地，只有在下属有明显需要时，领导才会

主动作出反应或者提供协助［5］. 近期的几项研究

表明，安全基地型领导对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如

帮助行为、建言行为以及前瞻行为等存在促进作

用［8-10］. 崔智淞等［11］利用依恋理论，构建了安全基

地型领导如何通过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

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 . 然而，是否存在

其他理论机制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

探讨 . 此外，领导风格与员工行为之间往往是相

互影响的［12］. 既有研究多采用静态研究设计，考

察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行为的关系，这样的研

究设计通常不能排除二者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

那么，安全基地型领导在通过构建安全基地支持

下属创新行为的同时，是否又会被下属的主动创

新行为所强化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在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安全基地型领导与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相互作用模型，以深入探究

两者的互动机理，从而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 .

具体而言，本研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阐释

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的互

惠关系 .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际互动过程中的

一方在得到另一方的恩惠时，将被激励并采取措

施予以回报，从而强化双方已经建立的互惠关

系［13］. 自上而下来看，安全基地型领导提供支持

和关怀，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员工感

到被重视和尊重［1］. 当人们感知到领导行为对他

们有益的时候，他们将表现得更加积极［14］. 作为

一种积极、沉浸的工作状态［15］，工作投入一定程

度上可以被视为对领导关爱与支持的积极回应 .

员工在高度投入工作时，能够聚焦于工作本身，

有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以更具创造性

的方式予以解决，即展现出更多的主动创新行

为 . 自下而上来看，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也有可能

激励安全基地型领导展现出更多的支持与关爱

行为，因为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强调，人们

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获得利益时，也将通过回报

利益提供者来维持长久的交换关系［16］. 工作中的

主动创新行为通常能够优化工作方式和流程，促

进员工更加专注于工作，从而提升工作投入［17］.

进一步地，员工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反映了其对工

作、对组织的重视，领导在认可员工付出的同时

也更愿意支持和鼓励这类员工 . 因此，员工主动

创新行为有助于增强工作投入，从而博得领导的

关爱和支持，即得到更多的安全基地型领导的

关照 .

综上，本研究拟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选择工

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

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 . 为检验上

述模型，本研究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纵向问卷调查，

采用交叉滞后分析技术，判断安全基地型领导与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以期

在丰富安全基地型领导理论研究的同时，为企业

激发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与安全基地型领导的塑

造提供有益的指导 .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SET）

是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

的［18］，是解释上下级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13］. 社

会交换不仅是人们交往过程中单纯的物质交换，

还是情感、支持等非物质的交换［19］. 交换过程中

的回报并不一定是既得的，在多数情况下更可能

是一种长期回报［13］. 社会交换中的一条基本原则

便是互惠原则，它通常是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人们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期望得到回报［16］. 受

益方在没有作出相应的回报时，会感到不安与愧

疚，他们通常会积极地寻找机会回报对方 . 这对

双方建立稳定且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实现双方

利益最大化是十分有利的 .

社会交换理论常用于解释领导与员工之间

的关系 . 有研究表明，责任型领导会考虑员工的

利益需求，员工也会积极回馈领导，从而形成互

惠关系［20］. 员工在遭受辱虐式管理后会倾向于对

有利于组织发展问题保持沉默，这是社会交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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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互惠关系的体现［21］. 本研究采用社会交换理

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安全基地型领

导通过建立信任和情感承诺，使员工感到在组织

中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实施创

新想法，员工通过展现主动创新行为，也可以使

领导对其更加信任，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关爱与

帮助［22］；二是领导与员工之间存在资源和支持的

交换关系［13］，安全基地型领导在为员工主动创新

行为提供资源和支持的同时，员工也可以通过主

动创新行为为安全基地型领导提供资源与支持；

三是基于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16］，人们倾向于回

报他人对自己的好处 . 当感受到安全基地型领导

的关爱与支持时，员工会更加主动地进行创新；

当领导感受到员工的努力时，也会更乐于对员工

进行关爱与帮助 .

1. 2　安全基地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安全基地型领导是强调安全与风险平衡的

一种领导行为，通过持续关怀机制，不但为员工

提供了信任和保护，而且还提供了支持和建议；

同时，激发员工面对风险的勇气，鼓励他们冒险

与挑战，以此来增强他们的任务完成能力［5］. 工作

投入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令人愉快的积极心态，

表现为员工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和积极参与［15］.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提出的安全基地

型领导可以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主要有以下原

因：首先，安全基地型领导能够给予员工必要的

帮助、照顾并尊重他们，使员工建立对领导的信

赖，并获得工作满足感［23］. 这样的信赖与满足感

会激励员工更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 其次，安

全基地型领导会鼓励员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

法，支持员工尝试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种鼓

励和支持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使他们更加投

入到工作之中［24］. 再次，安全基地型领导通过建

立积极的工作关系和提供发展机会，增强员工的

组织承诺和忠诚度［25］. 员工感到自己被重视和认

可 ，因 而 更 加 愿 意 为 组 织 付 出 努 力 . 最 后 ，

Rhoades 等［26］发现，领导的关怀行为与员工的工

作投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联 .Eisenbeiss 等［27］利

用元分析的方法，汇总多个研究结果后发现，领

导的支持行为与员工的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安全基地型领导可以预测一段时间后的

员工工作投入 .

1. 3　员工的工作投入对主动创新行为的影响

工作投入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令人愉悦的

心理状态，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积极行为［15］. 主

动创新行为是指个体致力于积极主动地改善工

作环境，自愿承担风险以适应现有条件的工作行

为［28］. 本研究提出，员工的工作投入可能会对其

主动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 这主要是因为，员工的

工作投入可以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提高其专注

度和注意力乃至自我效能感，为员工展现主动创

新行为提供积极的环境和条件［29］. 此外，根据社

会交换理论，安全基地型领导会向员工提供资源

与支持，员工将以更高的工作投入作为回报 . 在

高度投入工作时，员工将更加聚焦于工作本身，

关注任何可能优化工作流程、加快工作节奏的关

键点，这有助于其在工作中识别无效、冗余的工

作流程，并通过主动创新行为予以完善 . 已有研

究也为工作投入与主动创新行为间的关系提供

了证据 . 顾远东等［30］的研究发现，个体成就动机

会通过增加员工工作投入促进主动创新行为的

产生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员工的工作投入

对其主动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员工工作投入可以预测一段时间后的员

工主动创新行为 .

综合 H1 和 H2，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工作投入在安全基地型领导和员工

主动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

1. 4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当员工产生主动创新行为时，他们的工作投

入水平可能会更高 . 首先，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

工的主动创新行为被视为一种资源投入，被其他

员工、领导者和组织所认可和赞赏，从而形成社

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激励员工更多

地投入工作［13］. 其次，具有主动创新行为的员工

会主动提出创新想法和解决方案，表明他们对工

作的重视和积极性［31］，他们会对工作有高度的投

入和承诺 . 最后，主动创新行为可以带来积极的

结果和成就感［32］，当员工得到认可和奖励时，他

们会感到满足，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工作的

投入 .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员工工作的态度和行

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

动态改变［33］. 由此，研究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动

态变化是有意义的 .Parker 等［17］认为，员工主动创

新行为是员工主动去做的行为，与员工具有主动

性人格密切相关，具有变革性，这一行为可以改

善工作状态或者工作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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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可以预测一段时间后

的员工工作投入 .

1. 5　员工工作投入对安全基地型领导的影响

当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更高时，可能会获得

更多的来自安全基地型领导的关爱和支持 . 首

先，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员工的工作

投入可以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为状态，

当员工精力充沛地沉浸于工作中时，领导对员工

的信任、支持和关注也可能会增加，进而给予更

多的关爱与帮助作为反馈 . 互惠关系可以使领导

给予投身于工作中的员工更多的安全感、支持与

关爱，同时也加强了员工和领导之间的互动和合

作［16］. 其次，高水平的工作投入显示了员工对工

作的承诺和动力，领导会意识到员工对工作的重

视，进而倾向于产生更多的安全基地型领导行为

来满足员工的需求和期望［34］. 最后，当员工表现

出高水平的工作投入时，领导者可能会意识到他

们的价值和潜力，因此更愿意提供支持、激励和

信任，即展现出更多的安全基地型行为［35］. 正如

Eby 等［4］所述，员工的正面工作反馈可以满足施

助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使其随后给予更多的支

持 . 员工对工作的热情越饱满，领导者会越倾向

于产生安全基地型领导行为 .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员工工作投入可以预测一段时间后的安

全基地型领导 .

综合 H4 和 H5，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员工工作投入在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与安

全基地型领导之间起中介作用 .

领导对员工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

的，即在领导影响员工的同时，员工也可能对领

导产生影响 . 如 H3，H6，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基

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相互影响体现

了社会交换关系中的持续正循环［22］.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的 T1，

T2 和 T3 分别表示 3 个不同的时间点 .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先后

于 2023 年 3 月（T1）、4 月（T2）和 5 月（T3）对数据

进行了 3 个时点的采集，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为

1 个月 .

研究人员陆续联系了涵盖制造业、能源、金

融等行业，位于山东、北京、太原、郑州等地的 9 家

企业，结果有 7 家企业愿意配合调查 . 在调查前，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问卷星”对调查问卷进行设

计，形成电子链接及二维码 . 其次，研究人员在 3

个时点分别向相关企业负责人发送问卷的电子

链接及二维码，由其向指定员工发放调查问卷 .

为实现调查问卷的有效匹配，研究人员按照姓氏

加手机号后四位对样本进行严格编码 . 为感谢与

激励员工填写调查问卷，调查样本在提交问卷后

可参与抽奖，奖项为 3~5 元不等的现金 .3 次问卷

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安全基地型领

导、员工工作投入和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变量测

量 . 第一轮调查共收到调查问卷 546 份，在剔除了

选项具有明显规律性且填写时间过短的无效问

卷 后 ，得 到 有 效 问 卷 527 份 ，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6.52%.1 个月后，进行第二轮数据采集 . 第二轮

数据采集的内容与流程和第一轮相同 . 由于参与

第一轮调查的 6 个样本的辞职或调离，第二轮数

据采集仅对有效参与了第一轮调查的 527 名员工

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为 476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0.32%.1 个月后，又进行了第三轮问卷

安全基地型领导
T1

员工工作投入
T1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T1

安全基地型领导
T2

员工工作投入
T2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T2

安全基地型领导
T3

员工工作投入
T3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T3

图1　理论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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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第三轮调查仅对有效填答了第二轮调查问

卷的 476 名员工发放了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

44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49%. 问卷总体有效回收

率为 81.50%.

在有效样本中，50.79% 为男性，49.21% 为女

性；28.11% 的样本年龄为 18~25 岁，44.25% 为 26~

35 岁，27.64% 为 36~45 岁；6.97% 的样本学历为高

中及以下学历，17.98% 为大专学历，本科和硕士

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为 40.67% 和 34.38%；有 1~2

年工作经验的样本占比为 21.35%，3~5 年工作经

验的样本占 24.04%，6~10 年工作经验的样本占

24.05%，30.56% 的样本为 10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

2.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选取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并

进行了严格的中英文互译以避免语义偏差 . 问卷

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进行测量，其中，“1”代

表“极度反对”，“5”代表“极度赞同”.

安全基地型领导：采用 Wu 等［1］开发的包括 9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 .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题项如

“当你为某事担心或恼怒时，你的领导能够理解

并支持你”“当你从事一项充满压力和困难的任

务时，你的领导会给予你支持和鼓励”. 该量表 3

个 调 查 时 点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分 别 是 0.971

（T1），0.969（T2），0.969（T3）.

工作投入：采用 Schaufeli 等［15］开发的包括 9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 .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题项如

“在工作中，你感到精力充沛”“在你工作中，你感

到强壮有力”. 该量表 3 个调查时点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 0.803（T1），0.906（T2）和 0.872（T3）.

主动创新行为：采用赵斌等［28］开发的包括 22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 .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题项如

“你对于工作之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敏锐度”“你

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该量表 3 个调查时点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分 别 是 0.969（T1），0.986

（T2）和 0.986（T3）.

参考已有领导对员工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本研究将员工的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年限等

设置为控制变量 .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文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即安全基地

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和员工主动创新行为进行

了构念区分性的验证，结果如表 1 所示 . 从表 1 可

以看出，三因子模型在实际数据拟合程度方面表

现最佳（χ²/df=2.667，比较适配指数（CFI）=0.942，

非规准适配指数（TLI）=0.939，调整后适配度指数

（AGFI）=0.841，近 似 误 差 均 方 根（RMSEA）=

0.061），表明本研究的 3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

效度 .

3.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涉及的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

入、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3 个变量的调查样本均是

员工，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尽管为

避免这种偏差，研究人员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已明

确了数据的保密性、匿名性，且仅限于学术研究，

但也存在具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 . 为此，本

研究使用侯昭华等［36］的因子控制法进行了统计

分析，并引入了偏差潜变量，结果显示△AGFI=

0.017，△RMSEA=0.016，都低于 0.02. 这说明本研

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

3. 3　非结构性流失检验

本研究对 T2 和 T3 的流失样本和最终的 445

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了 T 检验 . 结果表明，流失样

本和有效样本在年龄、工作年限、安全基地型领

导、员工工作投入、员工主动创新能力上均无显

著差异，说明本研究中的样本流失为非结构性流

失（详见表 2）.

3.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多次调查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显

示，时间影响是显著的 .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安全

基地型领导 T3 的得分显著小于 T2 的得分，员工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

单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因子组合

SBL+JE+ZC

SBL, JE+ZC

SBL, JE, ZC

χ²/df

10. 704

5. 912

2. 667

CFI

0. 662

0. 829

0. 942

TLI

0. 644

0. 820

0. 939

AGFI

0. 293

0. 542

0. 841

RMSEA

0. 148

0. 105

0. 061

注：SBL代表安全基地型领导；JE代表员工工作投入；ZC代表员工主动创新行为；“＋”表示2个因素合并为1个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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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 T2 的得分显著小于 T3 的得分，员工主

动创新行为 T3 的得分显著小于 T2 和 T1 的得分，

说明安全基地型领导和员工的主动创新行为的

得分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员工工作投入的得分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3. 5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4.T2 安全基地型领导（相

关 系 数 r=0.53，p<0.01）、T2 员 工 工 作 投 入（r=

0.48， p<0.01）、T2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r=0.53， p<

0.01）与 T1 相比，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性 .T3 安

全基地型领导（r=0.55， p<0.01）、T3 员工工作投

入（r=0.38，p<0.01）、T3 员 工 主 动 创 新 行 为（r=

0.48， p<0.01）与 T2 相比，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

性 . 此外，T1 安全基地型领导与 T1（r=0.32， p<

0.01）和 T2（r=0.42， p<0.01）员工工作投入显著正

相关；T1 员工工作投入与 T1（r=0.28， p<0.01）和

T2（r=0.33， p<0.01）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显著正相

关；T2 安全基地型领导与 T2（r=0.34， p<0.01）和

T3（r=0.38， p<0.01）员工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T2 员工工作投入与 T2（r=0.40， p<0.01）和 T3（r=

0.36， p<0.01）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 . 反

之，T1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与 T1（r=0.28， p<0.01）

和 T2（r=0.41， p<0.01）员 工 工 作 投 入 显 著 正 相

关；T1 员工工作投入与 T1（r=0.32， p<0.01）和 T2

（r=0.31， p<0.01）安全基地型领导显著正相关；T2

员工主动创 新 行 为 与 T2（r=0.40， p<0.01）和 T3

（r=0.39， p＜0.01）员工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T2

员 工 工 作 投 入 与 T2（r=0.34， p<0.01）和 T3（r=

0.40， p<0.01）安全基地型领导显著正相关 .

3. 6　交叉滞后检验

数据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 从图 2 可知，在控

制了性别、年龄、学历以及工作年限后，交叉滞后

分析结果显示，T1 安全基地型领导可以显著预测

T2 安全基地型领导（标准化系数 β=0.49，残差 es=

0.04， p<0.001），T2 安全基地型领导可以显著预

测 T3 安 全 基 地 型 领 导（β =0.45， es=0.04， p<

0.001）；T1 员工工作投入可以显著预测 T2 员工工

作投入（β=0.44， es=0.05， p<0.001），T2 员工工作

投入可以显著预测 T3 员工工作投入（β=0.15， es=

0.04， p<0.001）；T1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可以显著

预测 T2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β=0.47， es=0.04， p<

0.001），T2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可以显著预测 T3 员

工主动创新行为（β=0.42， es=0.04， p<0.001）. 这表

明，调查时间内的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

入以及员工主动创新行为都具有稳定性 .

交叉之后结果显示，T1 安全基地型领导可以

显著预测 T2 员工工作投入（β=0.16， es=0.04， p<

0.001），T2 安全基地型领导可以显著预测 T3 员工

工作投入（β=0.20， es=0.03， p<0.001），H1 得到验

证；T1 员工工作投入可以显著预测 T2 员工主动

创新行为（β=0.27， es=0.06， p<0.001），T2 员工工

表2　流失样本与有效样本在年龄、工作年限、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和主动创新行为得分的T检验
Table 2　T test between lost samples and effective samples in age, working years, secure-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scores 

样本

完成 3 次调查的有效样本（n=445）

第 2 次调查时流失的样本（n=51）

t

第 3 次调查时流失的样本（n=31）

t

平均年龄/岁

30. 36±6. 41

36. 88±6. 17

-1. 15

31. 25±5. 41

0. 66

工作年限/年

7. 84±5. 87

15. 5±6. 84

-0. 33

9. 19±6. 44

1. 01

安全基地型

领导

2. 91±1. 26

2. 71±1. 30

-1. 05

2. 85±1. 22

-0. 63

员工工作

投入

2. 87±0. 89

3. 06±1. 02

0. 04

3. 05±0. 97

0. 66

员工主动创新

行为

2. 92±1. 33

2. 94±1. 10

0. 29

2. 90±1. 07

1. 11

表3　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描述统计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peated measurement ANOVA of secure-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变量

安全基地型领导

员工工作投入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M±ds

T1

2. 91±1. 26

2. 87±0. 89

2. 91±1. 30

T2

2. 98±1. 31

2. 90±1. 09

2. 99±1. 26

T3

2. 97±1. 23

2. 96±1. 00

2. 89±1. 26

F

6. 45***

5. 81***

4. 59***

事后检验

T3<T2

T2<T3

T3<T2,T1

注：***表示p < 0.001，M代表平均值，ds代表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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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投入可以显著预测 T3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β=

0.17， es=0.05， p<0.001），H2 和 H3 得到验证 .T1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可以显著预测 T2 员工工作

投入（β=0.18， es=0.04， p<0.001），T2 员工主动创

新行为可以显著预测 T3 员工工作投入（β=0.21， 

es=0.03， p<0.001），H4 得到验证；T1 员工工作投

入可以显著预测 T2 安全基地型领导（β=0.23， es=

0.06， p<0.001）；T2 员工工作投入可以显著预测

T3 安全基地型领导（β=0.25， es=0.05， p<0.001），

H5 和 H6 得到验证 .

4　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基于 445 份有效

样本为期 3 个月的交叉滞后纵向设计，检验了安

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员工主动创新行

为之间的预测关系和发展变化趋势 . 由于研究的

员工行为和领导行为都是渐进的过程，需要一定

的时间，交叉滞后模型的研究设计可以更好地展

现行为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 . 研究结果表明，

安全基地型领导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员工的主

动创新行为；同时，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也能够自

下而上地影响安全基地型领导 .

表4　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secure-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变量

1. T1 安全基地型领导

2. T1 员工工作投入

3. T1 员 工 主 动 创 新

行为

4. T2 安全基地型领导

5. T2 员工工作投入

6. T2 员 工 主 动 创 新

行为

7. T3 安全基地型领导

8. T3 员工工作投入

9. T3 员 工 主 动 创 新

行为

10. 性别

11. 年龄

12. 学历

13. 工作年限

1

0. 81

0. 32**

0. 55**

0. 53**

0. 42**

0. 33**

0. 51**

0. 40**

0. 46**

-0. 01

-0. 03

-0. 03

-0. 02

2

0. 75

0. 28**

0. 31**

0. 48**

0. 33**

0. 50**

0. 60**

0. 56**

-0. 05

-0. 02

-0. 08

0. 01

3

0. 82

0. 32**

0. 41**

0. 53**

0. 41**

0. 37**

0. 53**

0. 01

-0. 02

-0. 06

0. 01

4

0. 80

0. 34**

0. 23**

0. 55**

0. 38**

0. 27**

-0. 02

0. 01

-0. 06

0. 02

5

0. 74

0. 40**

0. 40**

0. 38**

0. 36**

-0. 05

-0. 07

-0. 06

-0. 05

6

0. 77

0. 41**

0. 39**

0. 48**

-0. 02

-0. 07

-0. 06

-0. 04

7

0. 80

0. 64**

0. 50**

-0. 01

-0. 01

-0. 07

0. 01

8

0. 77

0. 62**

0. 01

-0. 01

-0. 11*

0. 02

9

0. 77

-0. 03

-0. 06

-0. 07

-0. 03

10

—

0. 02

0. 10*

-0. 01

11

—

0. 22**

0. 88**

12

—

-0. 22**

13

—

注：对角线的数值是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的平方根，n=445；*代表p < 0.05，**代表p < 0.01.

安全基地型领导（T1）

0.36***

0.32***

员工工作投入（T1）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T1）

0.49***

0.44***

0.47***

0.18
***

0.23
***

0.16 ***
0.27 ***

0.48***

0.54***

0.45***

0.15***

0.42***

0.21
***

0.25
***

0.20 ***
0.17 ***

0.79***

0.78***

安全基地型领导（T2）

员工工作投入（T2）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T2）

安全基地型领导（T3）

员工工作投入（T3）

员工主动创新行为（T3）
注：图 2 中双向箭头表示自变量的相关或因变量残差的相关，数据为相关系数，单向箭头中的数据为标准化系数β；***表示 p < 0.01.

图2　安全基地型领导、员工工作投入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分析结果

Fig. 2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cross lagged research of secure-base leadership,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innova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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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理论贡献

1） 丰富了安全基地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

为的理论研究 . 现有研究在解释安全基地型领导

如何促进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时，主要借鉴依恋理

论和自我决定理论，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安

全基地型领导能够为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实施

提供必要的心理资源支持，如提升员工创新自我

效能感［11］、工作旺盛感等 . 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

员工对安全基地型领导的互惠反应 . 本研究依据

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并验证安全基地型领导能够

借由工作投入促进员工以更多的主动创新行为

回报领导，这为理解安全基地型领导如何促进员

工主动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 .

2） 揭示了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创新

行为之间的互惠关系 . 以往研究通常从自上而下

的视角出发，探究安全基地型领导如何塑造员工

的行为表现［8-10］，却忽略了员工行为对领导自下

而上的反作用 . 本研究结论既支持安全基地型领

导对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影响，又验证了员工创

新行为如何反向塑造安全基地型领导，这一结论

既从员工角度丰富了安全基地型领导的前因，又

加深了对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

3） 优化了安全基地型领导的研究设计 . 以往

研究在探讨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行为之间的

关系时，通常采取静态研究设计如横截面或多时

点问卷调查［24，36］等 . 然而，这种静态研究设计通常

局限于单时点的数据，难以捕捉到领导和员工之

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而领导与员工的互

动关系是当前组织行为研究中热点问题 . 为此，

本研究采取纵向研究设计，通过对安全基地型领

导、员工工作投入、员工主动创新行为 3 个时点的

重复调查，分析并验证了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

主动创新行为之间具有互惠关系，为二者之间的

影响效应提供了更加稳健的估计 .

4. 3　实践启示

1） 管理者应该努力塑造安全基地型领导 . 研

究显示，安全基地型领导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

情，从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去尝试和创新 . 所以，

建议领导层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在关心员工的

同时，也鼓励他们面对挑战 . 可以将安全基地型

领导的技能纳入到领导的绩效考核之中，激发领

导者实施安全基地型领导行为的动机 .

2） 组织应重视员工工作投入对员工与领导

者的积极作用 . 研究表明，员工工作投入是员工

积极的工作状态，在安全基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

创新行为的双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 因此，组织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 . 一方

面，组织可以创造一个支持和激励员工的工作环

境，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组织应

重视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的重要作用，呼吁领导

及时给予员工认可和奖励，从而激发员工对工作

的积极性 .

3） 组织应鼓励员工积极进行主动创新行为 .

研究表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有助于提升员工的

工作投入水平，从而获得更多的安全基地型领导

的支持 . 为此，组织应该鼓励和倡导主动创新行

为，容忍失败和学习，鼓励员工勇于尝试新想法

和方法 . 同时，组织可以建立激励、反馈和评估机

制，以奖励和认可员工的主动创新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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